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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辅仁大学图书馆述略

□苏明强∗

　　摘要　辅仁大学图书馆成立于１９２５年,在政府强力监督、学校发展需要、负责人引领等内外

部因素合力推动下,逐步成为管理规范、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图书馆,在馆藏建设、经费来源、职员

队伍等方面呈现典型的国际化色彩,还存在中文馆藏以文史为主、利用率高等特点,为学校跻身

名校之列,培养大批人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考察辅仁大学图书馆简短的发展历程,能为

当前图书馆建设提供有一定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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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图书馆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学界已经对此进行

了较为深入地挖掘,但现有成果对辅仁大学图书馆

有所忽视,缺乏相应的关注[１－４].文章尝试展现其

简略的历程及特色,补略一二史实,并提及对图书馆

史研究的浅薄之见,试图为新时代图书馆建设提供

有一定价值的借鉴.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辅仁大学在建校的同时设立了

图书馆.初创时期图书馆发展较为缓慢,１９３０年之

前仍非常简陋,藏书仅１．６万余册,杂志２０余种,馆
员３人,能提供的服务也有限,每日只有３０人阅览,
且不提供图书外借[５].１９３０年后,辅仁大学图书馆

发展较为迅速,到１９３７年已有藏书７．９万多册,中
西杂志３９０种,职员１０人[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学

校有德国教会背景,校务基本未受影响,得以继续办

学[２](５３),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相比,图
书 馆 因 战 火 所 受 损 失 较 少,馆 藏 甚 至 得 以 扩

充[７－１０].到１９４８年,图书馆中西文藏书已有１２５
万余册,杂志２８４种[１１].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辅
仁大学图书馆随校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１　多重动力下的现代性转向

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轫于晚清,在２０世纪初

发展较快,经过了多次高潮,在建筑、馆藏、管理等多

方面逐渐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向.辅仁大学图书馆成

立较晚,在第二次图书馆浪潮中发展迅速,声誉日

显,逐步成为国内知名的学术机构.

１．１　现代化的馆舍

现代化的图书馆,需要现代化的馆舍,用于藏书

和服务读者.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内诸多大学正扩建或

已建成新馆,内部管理也日趋规范[１](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１５４).
初创的辅仁大学图书馆茅室土阶,系涛贝勒府部分

平房修葺而成,中文图书室五间,外文图书室仅三

间[１２],此 后 图 书 馆 又 搬 迁 到 南 花 园 的 二 层 小

楼[２](１４)[１３－１４].从留存的照片和统计数字可知,馆舍

内部空间十分狭小,既难以存放大量藏书,也限制了

到馆人数,难以满足师生日常需求[２](１５)[５].此外,此
类旧式砖木结构建筑,防火、防潮、防虫等性能较差,
不宜作为藏书之所.可见,该图书馆同众多大学早

期图书馆一样,规模小,设备缺乏,藏书量少,没有专

业的图书馆管理人员[１５].校方认识到图书馆的不

足之处,教务长刘半农①曾感叹:“本校的图书,有急

行增添的必要.现有的图书馆地方太小,且无一种

保险的藏书设置[１６].”这不仅无法满足师生正常的

借阅需要,无法保障教学科研,甚至严重影响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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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对私立大学和图书

馆的管辖,先后颁布了«图书馆条例»(１９２７年１２
月)、«私立学校条例»(１９２８年２月)、«私立学校规

程»(１９２８年８月)、«图书馆规程»(１９３０年５月)等
文件,严格私立大学立案,图书设备完善与否是考核

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运

动[１７－１８].１９２９年６月,经派员考察,国民政府教育

部指出辅仁大学办学中存在诸多弊端,除“课程及设

备与国内成绩较著之私立大学相差甚远”,图书馆建

设也有严重缺陷,“关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参考

图书,亦寥寥无几”等,与诸多条例不符,认为“似此

情形,该校应改称为辅仁学院,以符名实”[１９－２０].当

时国内重要的媒体«大公报»«益世报»均予以了报

道.面临被降格的可能是辅仁大学发展史上一次极

其严重的办学危机.
为此,辅仁大学一方面派教务长刘半农去南京

积极奔走,一方面整顿校务,扩大校舍,添置仪器等.
针对图书设备的问题,校长陈垣坦承由于学校建筑

面积有限,导致“实验室无从设置,图书馆中亦难于

容藏大宗书籍”,解释学校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且
已制定改进计划,只是限于当下条件,暂时“选择教

员学生参考上之必不可少者,先行置备”,在规划的

蓝图中,“图书仪器亦拟定切实计划”[２１].正是迫于

外部强大的压力,在短时期内,学校的图书事业取得

了较大的进步.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辅仁大学购入著名学

者马叙伦的天马山房藏书１．８万余册,大大丰富了

馆藏.建筑方面,１９２８年外籍建筑师格里森就受托

设计辅仁大学新楼,但工程迟迟未开工.１９２９年１１
月辅仁大学新楼破土动工,次年９月落成.该楼整

体呈横置的“日”字形,四边角楼和中间为三层,其余

为二层,为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图书馆位于日

字形的中间,一层作为阅览室,三层为书库,有了较

为充足的空间.阅览室面积达３３６平方米①,可以同

时容纳２０６位读者②,每月平均阅览者达６０００多

人[１４][２２].至此辅仁大学拥有了现代化的馆舍,较为

丰富的藏书,诸多进步得到教育部认可,最终在

１９３１年被批准正式立案[２３].
除此之外,馆舍内部设备也日趋齐全.阅览室

有阅览台、书架、目录柜、卡片柜、出纳台等诸多设

备.照明方面,阅览室高处悬有多行顶灯,每张阅览

桌上有两盏桌灯[２４],照明效果良好.有学生生动形

容图书馆的灯光,“在红的板壁间晃耀着,像几千盏

的小蜡烛,那种光亮不是刺激的,而是温和的”[２５],
坦露对图书馆的喜爱之情.鉴于北平寒冷的冬季,
阅览室内还安装了大火炉和汽炉等取暖设备,冬天

室内温度很高,有不少学生在入冬后到图书馆取

暖[２６－２７].此后图书馆又不断添置了书柜、桌椅、新
式打字机等设备[２８－２９],得到不少读者的肯定.１９３９
年多位毕业生留言称赞学校设备齐全[３０],其中自然

包括图书馆的设备.现代著名作家侯榕生③回忆求

学时光,也形容图书馆“设备完善”[３１].

１．２　规范化的管理

现代图书馆的管理需要层级分明、分工合理的

组织架构.通过借鉴近代西方图书馆管理模式和经

验,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制度.辅仁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机制,也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粗略到完善的过程.
创始之初,辅仁大学的图书馆馆舍狭小,藏书有

限,管理员仅１人,并未成立专业的图书馆机构,直
接服从校方领导[３２].

外部的督促,也推动了图书馆组织的变动,促使学

校进一步强化管理.１９２９年６月申请立案失败之际,
辅仁大学设立了隶属于校务委员会的专管机构———图

书委员会,提高了图书馆管理事业的地位[３](６５－６７)[１３](２０).
但实际上,在辅仁校方对外公布的资料中它很少被提

及[３](６８)[６](５－２７)[３３－３５],现有辅仁大学的研究著作和相关

资料中,均未见其详细运作情况.据辅仁大学校友

乔明顺④回忆,校方在办学中坚持厉行节约、精简办

公人员[３６],所以该机构很可能长期被取消或名不副

实,职责被校长、校务会议或教务会议取代.
对图书馆负责人一职,辅仁大学始终未设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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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阅览室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阅览室,数字系该院教师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据１９４１年图书馆人员的统计,阅览室共有座位１４０多个,两者数字上存在不少差距,可能与不断添置书架、目录柜等有关.
侯榕生(１９２６—１９９０年),现代女作家,１９４５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
乔明顺(１９１６—２００１年),拉美史研究专家,１９３９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１９３９年考入辅仁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留校任教,１９４７年入美国

圣母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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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图书馆主任①,而是由专业教师兼任图书馆主

任.正如学者统计所得,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馆长

兼职是常态,目前留存的资料有限,很难分清其职务

的主次[３７].１９３０—１９３８年该职务由西洋文学系教

授谢礼士博士担任,１９３８年８月谢礼士回国,由心

理系教授葛尔慈代理,１９４０年２月葛尔慈正式就

职[３８],至１９４９年后.这一方面是受“教授治校”理
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该也有受经费制约,节省人

力、物力的考量,陈垣、英千里、台静农等都身兼校内

数职.
在内部组织方面,下设中文图书室、西文图书

室、阅览室三个机构,分工专业,职责日趋清晰明确,
管理呈现出逐步规范化、现代化的趋势.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初,中文组与西文组内部均设立了订购、分
类、编 目、杂 志 等 股,阅 览 室 包 括 出 纳、阅 览 等

股[１４][３９].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清华大学图书馆、燕京大

学图书馆等制度健全,分工更加细致,还出版了图书

馆刊物等,与之相比,辅仁大学图书馆稍逊一筹,但
与成立之初比,已有了较大的进步[４０－４１].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人.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的图书馆运动中,辅仁大学图书馆发展较为迅

速,既与政府监督、第二次图书馆浪潮兴起等外部环

境有关,也离不开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努力.在众多

职员 中 最 为 关 键 的 是 谢 礼 士 (ErnstSchierlitz,

１９０２—１９４０年),亦译作谢理士,毕业于德国慕尼黑

大学②,获亚洲人类学和印度学博士学位③,并通过

了图书馆从业资格考试[４２],在巴伐利亚州图书馆积

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１９３０年７月他到达北平辅

仁大学,１９３０—１９３８年任图书馆主任,兼任图书馆

西文课主任及西洋文学教授[４３].正是他带领辅仁

大学图书馆革新理念,在借阅、检索和分类等方面不

断改进,获得了长足进步,使之“粗具了现代图书馆

的规模”[１４].
借阅管理方面,初创时期由于藏书少,书籍只能

在阅览室借阅,并不提供外借服务,开放性较差.最

迟于１９３４年,辅仁大学图书馆开始提供外借服务.
面对繁杂的流通服务,该馆制定了比较详细的借阅

规则.该规则使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对中、英文

图书的查阅方法、借阅手续、借阅权限、借阅期限、逾
期惩罚措施等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４４],是完全现代

的借阅管理办法.在检索方面,为了方便学生检索,
制作了大量的卡片作为检索工具,到１９３６年７月

底,已有中文卡片７２２０２张,西文卡片３４０９４张[４５].
科学的分类方法是现代图书馆规范管理的重要

标志.１９３０年前辅仁大学中文图书分类法,是在四

部分类基础上略加调整而成,古籍分为经、史、子、
集、丛书、类书等几类,近时图书分为总类、哲学类、
宗教类、社会科学类、语文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技

术类、美术类、文学类、史地类等[４６],将古籍与现代

书籍分列,并非科学完善的方法,仍旧存在很多模糊

的区域,不利于读者查找利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

期辅仁大学图书馆抛弃老旧的办法,中、英文藏书都

使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６](１４５).此后又不

断改进中文藏书的分类方法,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

期根据实际情况,中文组在参考«杜威十进制分类

法»基础上,加上馆员的意见,形成了新的分类法,到

１９４８年又尝试进一步改编中文目录,“系采用刘国

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及万国鼎袁涌进二君的著者号

码表”[１１][１４][４５].卡片检索和分类方法的不断改进,
为师生查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１．３　加强合作交流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国内的专业组织开始

不断涌现,如北平图书馆协会(１９２４年)、中华图书

馆协会(１９２５年)等,为信息交流、展开合作搭建了

平台.辅仁大学图书馆成立后,并未加入专业组织,
缺乏对外交流,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１９３０年１０
月«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所载«北平各图书馆所藏

丛书联合目录»,包含燕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

书馆、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众多会员单位馆藏,辅
仁大学图书馆馆藏未列其中[４７].据此推断,辅仁大

学图书馆应该并未加入该机构,与北平地区的众多

图书馆缺乏联络,信息沟通、合作亦不多.
这一情况在１９３０年底出现了转折.谢礼士担

任图书馆主任后,清楚馆际交流的重要性,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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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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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在众多辅仁大学文献资料中常出现图书馆馆长与图书馆主任混称的情形,并未有严格的区分,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以图书馆主任称之.
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ofMunich),近代德国重要的汉学中心之一,亦有译为明兴大学、瑞明志大学、妙尼克大学等.曾留学该校的地质

学家、古生物学家杨钟建与谢礼士在校期间颇为熟悉.见: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M]．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３:３９．
有学者认为谢礼士所获学位为梵文及人种学博士,应是不同翻译所致;也有学者认为谢礼士所获学位为图书馆学博士学位,当是错误的,

因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是芝加哥大学１９３０年授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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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１日,北平图书馆协会年

度第四次常会在辅仁大学举行,谢礼士作了“德国图

书馆发达史”的演讲,图书馆职员徐致远报告了辅仁

大学图书馆的概况,出席人员还一致通过了编制北

平各图书馆所藏日文期刊联合目录的决定[４８].北

平图书馆界对该馆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辅

仁大学图书馆也开始参与到地区专业图书馆组织的

活动中,并逐渐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１９３２年１
月１０日,北平图书馆协会年度第一次常会在国立北

平图书馆举行,辅仁大学作为会员之一参会,谢礼士

当选为协会监察委员之一[４９－５０].此后辅仁大学图

书馆和谢礼士又加入了中华图书馆协会[５１－５２],对外

影响逐步扩大.
融入专业团体,有利于获取信息,学习先进经

验,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也有利于展开合作,丰富

馆藏.如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１日上午,北平图书馆协会

年度第二次常会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召开,与会者近

７０人,各图书馆就达成了联合购书;交换副本书籍

及期刊;对阅览人服装不整洁,应加以限制等协

定[５３].得益于广泛的交流,辅仁大学图书馆与协会

内的众多会员开通了馆际互借[４５].这既为师生提

供了更好的服务,也方便了北平其他读者利用该校

的馆藏资源.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在北大

求学期间,就曾到辅仁大学图书馆借书[５４].此外,
校方还邀请图书馆专家到校演讲,介绍最新的图书

馆知识,提高读者对图书馆的认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受邀到校讲演,宣讲在

欧美考察所见图书馆、博物馆、文献馆等情形,受到

热烈欢迎,到场者达千人[５５].

１．４　出版助力学术研究

出版物对学术传播和学术进步有着重要的意

义.近代许多图书馆都具备出版功能,主要刊行古

籍珍品、工具书、学术著作等[５６].辅仁大学图书馆

也同样从事该工作,但其早期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宗

教色彩.创办之初,教会不仅想把辅仁大学发展成

为一个教育机构,还试图利用其出版、印制教会宣传

的图册,以便更好地传教.１９２６年２月,辅仁大学

图书馆已经出版了几本小书和小册子,如１７２０年康

熙皇帝向耶稣会传教士颁布的命令,成为该校的出

版部门和翻译活动的中心,“还希望展示和出版迄今

为止已失散的中文版天主教圣经[５７].”
陈垣主政辅仁大学后,与校方大力推动学术研

究,尤其是汉学研究[５８].这必然需要出版方面的支

持和配合.辅仁大学图书馆出版功能开始转向,摆
脱宗教色彩,转而服务学术,除出版«辅仁大学图书

馆暂编中文书目»(１９３０年)外,还先后发行了«辅仁

学志»①(１９２８—１９４６年)、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

汇编»(１９３０年)、张怀著«自动教育概论»(１９３１年)、
叶德禄编«民元以来天主教史论丛»(１９４３年)等.
有学者系统统计分析了近代图书馆的出版情况,由
于出版数量少于 １０ 部,辅仁大学图书馆并未上

榜[５６].尽管如此,它的出版活动仍然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从搜集资料到书

成,前后花费１０余年时间,共６大册,百余万字,首
次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古代中外关系史料,被学术界

公认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引

起了巨大反响[５９].«辅仁学志»以辅仁大学教师为

主要作者群,发表了大量汉学研究文章,其中目录学

的文章有«四库总目索引与四摩撰人录»«四库总目

韵编勘误»«释氏疑年录通检»,图书馆方面的文章有

«北平图书馆之工作»,文献整理的文章有«续书楼藏

书记»«北平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小记»«北平故宫博

物院文献馆之最近况»«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之经过»
«故宫文献所藏之清代外交史料».这为学术信息的

传播和学术研究开展提供了便利,搭建了学术平台,
提高了中国的汉学研究水平,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地

位不可小视[６０].辅仁大学图书馆在出版事业上的

努力虽然不多,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助力,由此

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由上可见,在多重动力推动下,辅仁大学图书馆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迅速发展,不仅拥有了现代化的

馆舍,而且内部管理日趋制度化、规范化,对外交流

频仍,助力学术研究,得到了图书馆界的认可.沈祖

荣向世界介绍中国图书馆事业时,评价辅仁大学图

书馆“规模不大,但新颖且积极向上的”[６１].辅仁校

友、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先生也形容辅仁大学图书

馆“管理很正规化”②.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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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辅仁学志»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创刊,１９４７年停刊,共出版１５卷２１期,除１９４７年１卷２期由辅仁大学发行,其余均由辅仁大学图书馆发行.
笔者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曾不揣冒昧邮件请教张厚粲先生,次日即得先生回函答复,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张厚粲(１９２７．４—),著名心理学

家,１９４８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心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四年,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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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典型的国际化色彩

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图书馆,由外人兴办,与本

土 图 书 馆 相 比,日 常 经 费 大 都 来 自 差 会 和 捐

助[１](１５６－１６５),馆藏中也有大量国际捐赠,职员中一般

都有外籍图书馆专家,因此在诸多方面呈现出国际

化色彩.１９２５—１９３２年,辅仁大学由美国本笃会资

助,由于经济问题,此后改由德国圣言会接办,在藏

书、经费、出版、职员等诸多方面受办学背景的影响,
国际化色彩十分浓重.

２．１　馆藏受赠国际化

由于办学的特殊性,教会大学图书馆在不同时

期收到国内外机构和私人的大量捐赠,传播了新思

想、新知识和新技术,丰富了文献类型,提高了馆藏

数量和质量[１](８０－８８).
初创时期的辅仁大学图书馆,馆藏中相当大的

比例来自海外捐赠,尤其是外文书籍方面.据一份

可能编于１９３１年末的档案资料,那年仅在一次货运

中,辅仁大学就收到了５３６０册图书,这是西起美国

加利福尼亚东至纽约州的９２５位捐赠者所捐献的.
它为新建图书馆的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学

科类别增添了一批数量可观的馆藏,“这的确是迄今

为止所收到的一批高质量图书.有些真是极品图

书,婉转地说,它们漂亮和实用有些则的确是使

那些嗜书如命者大喜过望我们确实已收到了一

批成龙配套的高品质图书,特别是文学和历史类的

书籍 ”[５７](９３)据 统 计,１９３４ 年 馆 藏 西 文 书 籍

１３３９６册[２２],仅这批捐赠就占了４００１％.
由于初创时期名声不显,辅仁大学所获国内捐

赠数量较少,与海外捐赠相比相形见绌.«辅仁校

刊»为辅仁大学校方刊物,刊登内容均为校内外重要

消息.据１９３０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４日共

２４期«辅仁校刊»公布,一年内图书馆获得政府、个
人、社会组织等捐赠杂志１００种共１２４册,书籍１８
种共３３册,总计１５７册①.两种捐赠相比,数量相差

巨大.因此这一时期,该图书馆所获捐赠以海外捐

赠为主.１９３４年所刊登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
当年对该馆捐赠书籍、交换刊物等匡助最多的,除国

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燕京大

学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外交部、周学熙等

５家国内的组织和个人外,更多的是卡内基国际和

平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卡西尼斯本笃会、
德国科学临时学会、德国驻华大使馆、中德学会、法
国驻华大使馆、意大利天主教圣心大学等１５家国外

机构[６](１４５－１４６).此外与很多大学相比较,该图书馆

所获海外捐赠未受战争影响,始终不曾中断.１９４１
年圣言会的一位传教士一次捐赠了２４０种图书,共

３００余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赠书６巨册,并小

册子６本[６２].
由上述可知,辅仁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有相当比

例的藏书来自海外.这些书籍优化了馆藏文种结

构,丰富了文献类型,为全校师生,尤其是西语系师

生的教学、科研,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２．２　经费来源国际化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由于办学费用昂贵,经费

获取困难,教会大学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财务危

机[６３].辅仁大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有基金、捐款

和社会捐助.在办学中,经费不足始终是一大难题.
这大大限制了图书馆经费的增长.

最初辅仁大学图书馆经费非常少,经常费２４００
元,购书费６０００元,共计８４００元;彼时清华大学图

书馆每年经常费２３５６６元,购书费５７４３０元,共计

８１９９６元;燕京大学图书馆经常费为１００００元,购书

费为３００００元,共计４００００元[５](１８－３２),数额相差可

谓非常之大.由于经费紧张,学校也没有辟出单独

的预算和专项经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随着图书

馆规模不断扩大,事务繁杂,校方也认识到拨专款用

于图书馆建设势在必行,“此后,图书馆的经费,将有

一定的款项和预算”[６４].得知这一消息后,学生一

面不满现有校舍的狭小、图书的简陋,一面发出庆幸

的感慨,“好了现在学校规定一笔小款买书”.此后

图书馆经费逐步增长,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经常费为

５０００元,购书费为２００００元,共计２５０００元;与清华

大学图书馆(８１９９６元)、燕京大学图书馆(８６５７７元)
相比[２２][６５],虽然仍不及两馆经费的三分之一,但已

经有了显著增加.因经济问题,１９３４年夏德国圣言

会取代美国本笃会接办辅仁大学,学校经费得以稳

固,此后极力扩充设备,改进校务,添置图书.
据１９３１年全国公私立大学馆藏统计,在１９所

私立大学中位列第９,１３所国立大学中６所大学的

馆藏多于辅仁大学[６６].１９３６年对２８所私立大学馆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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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辅大校刊»１９３０年第３期至１９３１年第２卷第１２期整理所得.该刊创始之初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有特殊需要时亦会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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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统计,辅仁大学位列第１２[６７].正是得益于长期

有保障的经费,馆藏方能持续增加,在全国公私立大

学排名中位列中游.这对一所兴办时间不长的大学

图书馆而言,已属难能可贵.１９４８年馆藏中西文图

书已达１２．５万余册[１１].
相比较初创时期,辅仁大学图书馆确实进步迅

速,但放置到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中,不难发现,它
的发展又是相对缓慢的,与辅仁大学的发展亦步亦

趋,还无法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知名高等院校图

书馆相比,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有限经费的限制.同

时,也正是得益于相对有保障的经费,它的进步又是

持续的.

２．３　职员队伍国际化

近代中国大学图书馆中有很多外籍图书馆专家

任职,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了图书馆的

服务.随着图书馆规模的扩大,馆员队伍也在不断壮

大,１９３０年仅有４人[６８],到１９３７年已有１０人[６](２９),

１９４３年达到１５人[６９].在职员结构方面,１９３０年以

后始终由中、西方人员共同组成,其中图书馆主任为

外籍人员,其余职员为中国人[３８][３９][７０].谢礼士、葛
尔慈先后长期担任图书馆主任.

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一般由图书馆专

业学者或非图书馆专业的教授担任.而谢礼士是少

有的既拥有图书馆从业资格证和相当丰富的从业经

验,又具备专业学科知识的人才,实乃是图书馆主任

的上佳之选.校方知人善任,谢礼士到辅仁大学后

即被委以该职,其后果然使得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
呈现 勃 勃 生 机.继 任 者 葛 尔 慈 (Joseph Goertz,

１９０４—１９８０年),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１９３４—１９４９
年任辅仁大学心理系教授,曾师从德国实验心理学

大师林德渥斯基(Lindworsky),而林德渥斯基又是

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Wundt)的学生[７１－７２].两位

教授游历欧亚,见闻广博,学识丰富,有力推动了图

书馆建设的步伐.诚如研究者所言,教授兼职图书

馆馆长显然更有利于图书馆思想的普及和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他们自身丰富的知识储备、充足的教学实

践显然极有利于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加之熟悉学校

的运行模式,了解师生喜好,因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

供信息服务[３７].由外籍教授充任图书馆负责人在

大学中比较常见,但像辅仁大学这样,图书馆主任长

期由外籍教授担任,几乎贯穿始终,还是非常罕见

的.相对稳定的馆员队伍,不仅可以利用外籍教授

海外的人脉,购买和募集高品质的外文书刊,也有利

于传授经验,培养新的职员.
在民国混乱的时局下,种种鲜明的国际化表现,

不仅形塑了辅仁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

度上也有助于管理制度的改进,管理水平的提高,推
动图书馆不断持续健康发展.

３　馆藏特色与利用情况

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取得了很多成

绩,但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总体发展历程纵观,仍然

处于起步阶段,也不免存在一些问题.如馆舍方面,
由于采取折中主义设计方案,教会大学图书馆大多

呈现中西合璧式风格[７３－７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

际功用,如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大屋顶设计,使得顶层

空间狭小,采光不好[７５];辅仁大学图书馆阅览室采

光同样不佳,白日亦须开灯,通风状况也比较差.研

究者一般都对图书馆事业的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对诸如上述缺陷,往往缺乏应有的考察,对研究对

象出现情感偏移,呈现“选择性研究”,评价时只有褒

奖之词,不见一字之贬,未能全面反映图书馆事业的

面貌,有失客观.究其原因,正如部分学者所言,“研
究材料限制了研究视野”,限制了研究的范围,现有

的图书馆史研究,所使用资料,主要以图书馆界出版

物和图书馆学者文集为主,较少使用诸如档案、大学

出版物、口述、日记等材料,这也是最近学界反复呼

吁改进,也必须改进的问题[７６－７７].片面使用材料,
无疑远离了图书馆运行的客观实践,得出“贡献式”
结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反

省,要求突破原有模式,运用多视角、多学科方法展

开研究[７８].实际探究缺陷及背后的原因,同样是图

书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能为新时代图书馆建设

提供有益的借鉴,避免后来者再走弯路.这也有助

于拓宽图书馆史的研究领域.
实际随着档案的不断开放,以及大量学术资源

的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扩展研究的可能

性.这更加方便将图书馆事业放置在,如政局变动、
社会生活、大学教育、媒体传播等更宏大且更具体的

环境中考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也常常能得出

一些迥异于前的结论.具体就辅仁大学图书馆而

言,虽然在多重因素合力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
受时局、经费、师生规模、学科设置等因素制约,在馆

藏建设、资源利用等方面也存在自身特点和一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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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忽视的问题.

３．１　中文馆藏以古籍为主

由于非基督教运动、办学本土化等影响,近代中

国教会大学图书馆往往注重收罗珍善本古籍,保存

中国传统文化.各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也在相当程度

上受办学方向和主政者左右,呈现独特的馆藏风格.
受学科设置的影响,辅仁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

的采购以文史古籍为主.建校伊始,辅仁大学就重

视传统的文史教育,名家云集,虽则最终发展成为一

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但始终把文史学科作为重

点发展学科,大力推行国学教育,成为当时国学教育

的重镇[７９－８０].
对辅仁大学中文馆藏影响最大的是史学大家陈

垣.他自１９２６—１９５２年任辅仁大学校长,长期主

政,很大程度决定着学校购置图书的方向.陈垣的

治学路径比较独特,有极深的传统目录学根底.他

１３岁偶然发现张之洞撰写的«书目答问»,很感兴

趣,后来回忆说:“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

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

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

看[８１].”他在教授学生时,也要求学生按照目录学的

方法开 始 读 书,希 望 每 个 学 生 都 能 掌 握 治 学 的

钥匙[２６](２１０)[８２].
在购书方面,陈垣也主张根据目录学的方法购

书.据台静农回忆,辅仁大学“平日收书,除当代学

术著作外,则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为范围,这是最有

系统的,当然出于陈校长的主张”[３１](１６５－１７２).台氏

１９２９年入辅仁大学为讲师,１９３１年升为副教授兼学

校秘书,１９３２年因家事离开辅仁大学返乡.他作为

辅仁大学校务人员之一,在陈垣身边工作,这段话可

信度较高.陈垣本人也是著名的藏书家,有极高的

鉴赏能力,藏有大量图书.他所推荐文史书籍往往

都是珍品,所以中文馆藏以文史为特色,文史收藏又

以“少而精”而出名[８３－８４].如１９３０年前后,辅仁大

学购入马叙伦的天马山房藏书１．８万多册,其中“所
集小学之书,颇名于时”[８５].据«辅仁校刊»公布的

藏书目录①,内有文字学类书籍２０１部,以清代著录

为主,涵盖文字、训诂、音韵三大类,又以说文类为

多,共１１０部,其中不仅有段玉裁、王筠、桂馥、朱骏

声等清代“说文四大家”的著述,还有钱大昭、严可

均、顾广圻、钮树玉、姚文田、严章福、吴大澂、苗夔、
徐灏等一大批名家之作,可谓囊括了清代说文名著

之大半[８６],且很多版本非常珍贵,内含汲古阁１种、
嘉业堂３种、原刊１０余种[８７－８９].１９４８年辅仁大学

又以６５两黄金购得陈氏根香庐旧藏书籍１４１４９册,
其中多为地方志,为以后图书馆发展古籍地方志特

色收藏奠定了基础.该收藏疑似民国文人陈莲痕藏

书,其藏书印有“莲痕四十后所得”“根香庐珍藏”,共

１５３３种,地方志约有１２７５种,数量大,质量上乘,有
明代方志７种,还有多种孤本[９０].

因此可以说,中文馆藏建设深刻渗透了陈垣的

个人色彩,实际也符合学校“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
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养成硕学通才为宗旨”的目

标[９１],有助于相关学科建设,受到部分读者的欢迎,
然而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辅仁大学逐渐发展成为

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是面向各学科的,面对

不同读者的,因此从另一部分读者的体验出发,馆藏

特色则被视为不足之处.盖因在有限的经费下,购
置大量古籍善本,花费不菲,往往需要削减现代文史

书籍的购买数量,不免顾此失彼.一些读者对此颇

为不满.有读者指出了缺乏理论书籍等问题,“理论

批评的书,不是过旧,就是非名人之笔,当然也有点

好书.终究不能使同学满意.至于现代作家的作

品,和现代文学的批评,简直凤毛麟角”,借阅最后往

往都是“碰了钉子,败兴而去”[９２].还有读者批评馆

藏结构不合理,辅仁大学图书馆“负责者所购均十九

世纪之书籍”“杂志新书之少,令人叹为观止”,嘲讽

它“被称为博物院,实名副其实”[９３].可见,以文史

古籍为主的中文馆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读

者的使用,尤其是惯常喜好新奇、追逐潮流的青年学

子,未能为他们提供更为良好的服务.

３．２　利用率非常高

图书馆的利用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读者到

馆率和图书资源利用率,是当前图书馆界研究的热

点问题,引起广泛、深入讨论,而图书馆史研究中,往
往缺乏对此问题的关注.大学图书馆利用率的高

低,不仅受社会环境、学校管理模式、师生数量等左

右,还受馆藏规模、馆藏质量、管理服务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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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９４－９６].从部分统计数字、读者体验和图书馆

方面的应对,我们可以管窥辅仁大学图书馆的利用

状况,在动态环境中了解图书馆在大学人才培养、学
风养成、校园生活等中的角色和作用.

辅仁大学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实行严进严出

的教学管理,以精英人才为培养目标,考试频仍[９７],
塑造了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在此种环

境下,图书馆有限的资源被读者充分利用,甚至显得

捉襟见肘.据统计,１９３４年辅仁大学在校学生近

７００人,可阅览室只能容纳２００人,而图书馆平均每

月阅 览 者 达 ６０００ 余 人,借 书 者 仅 有 ６００ 余

人[２２](４５２－４５４)[６６][９８].这导致阅览室时常人满为患,参
考书不敷使用.为了发挥最大化的功用,馆方在借

阅权限上予以限制,“教授指定参考书及善本书等只

可在阅览室内阅览,不得借出馆外”,除经图书馆主

任特别 允 许,一 二 年 级 学 生 不 能 将 书 籍 借 出 馆

外[４４](１４,１６).严格的培养模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学习态度,大大提高了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状况.
由于战时时局影响,读者数量快速增加,又进一

步提高了利用程度.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大量高校被迫迁移或停止办学.在日伪

横行的特殊年代,辅仁大学奉国民政府密令继续办

学,师生历经艰辛,克服了种种困难,抵制日伪奴化

教育,使学校艰难生存下来,校务活动还有一定的进

展,成为沦陷区学生报考的首选,因而招生规模急剧

扩充,“像暴发户一样发达”起来[９９].１９３８年９月辅

仁大学还改变招生规则,开始招收女学生.这使在

校师生的规模迅速膨胀.据学者统计,１９３６年辅仁

大学在校生人数８１０人;１９３８年在校生数１２６５人

(女生２０６人),中外教职员１８３人;１９４２年在校生

数２４１３人,中外教职员３９６人[１００].在此期间,在校

生人数增加了近两倍,教职员增加了一倍多.１９３９
年图书馆开始允许女学生入内阅览,“故灰色大楼中

时有女生之芳踪,号称和尚庙内之枯燥空气为之湿

润不少”[１０１].激增的读者群体,产生了大量阅览、外
借需求.与此同时,馆舍与馆藏并未有大规模改善.

１９３０年后校方未再增设阅览室;藏书量１９３７年为

７．９万余册,１９４２年为９．８万册,增加不到２万册.
这无疑都进一步增加了图书馆的压力,使得图书馆

“座位不敷应用,致每日有人满之患”“书少人多,教
授指定参考书,每被预借一空”[１０２].此种情况下,能
够外借图书成了一件幸事.读者个人的利用记录,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图书馆的利用状况.董毅,

１９３８年９月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留世的«北平日

记(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３年)»,记载了青年学子在沦陷区

的日常生活、情感波动等,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经

济、风俗和文化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１９４０ 年 ９
月,他升大学三年级,拥有借书权限后,如获珠玉,格
外珍惜,频繁借书,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４日至１２月１３日,

６１天内借书达１２次[２６](５９６－６５６),几乎每５天借书１
次.辅仁大学学生之勤奋,图书资源利用之高,由此

可见一斑.
大量图书的频繁外借,又进一步放大了馆藏不足

的问题.面对图书馆的窘境,“有时因了读者太多,藏
书有应接不暇之势,粥少僧多”“座位图书两感供应不

及”,馆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劝慰师生,“不过在

无办法中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家在互相谅解,互相

爱护尊重,时时为别人设想的心理下去解决”[１４].
迫于日趋激烈的矛盾,馆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试图缓解压力,除不断购书、获取捐赠外,还将一间

教室辟为阅览室[１０３];在借阅制度方面,灵活调整,减
少了高年级学生的借阅数量,允许低年级学生少量

借阅,试图加强书籍流通,“因书籍缺乏,而学生众

多,往年一二年级同学,皆不能将书借出馆外”“本年

革新规章,二年级得借阅中西文图书各一部.三四

年级同学,将原定可借中西文书籍各三部之办法,改
为中西文书籍各二部.(一年同学,愿将普通图书借

出馆外者,可向圕主任请求)”[１０４].应该说,这些举

措发挥了一定的效用,改善了服务,但从总体看,如
杯水车薪,读者往往依旧不能如愿.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４
日至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３日,董毅２６次借阅书籍,６次未

能借到,为此多次发出“书常借不到”,借书“不易”
“费了不少事”等感慨[２６](９７４－１１５９).阅览服务方面,

１９４２年师生约２８００余人,每日仅能满足３００余人

次的阅览需求[１０５].此后馆方被迫再次修订制度,自

１９４８年上半年阅览采用小时制,“每人阅览以小时

计算”[１１].张厚粲先生指出辅仁大学图书馆与当前

大学图书馆的差异,认为“与现在不同的是图书馆不

是学生们的自习场所,主要是为了查阅资料而设

吧”,实际上这是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的普遍状况,
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图书馆资源的紧缺.

严格的教学管理,急速膨胀的师生规模,与有限

资源之间的矛盾,委实难以调节.虽然馆方想方设法

增加资源,不断调整制度,但并未从根本解决问题,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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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仍然非常严重.图书馆不仅是实在的、具体的存

在,而且成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无形的场域,«辅仁校

刊»«辅仁生活»等校园刊物成为双方发声的公共空间

和沟通的桥梁,在互动中读者的诉求被馆方正视,馆
方的困难也被读者所了解,最终服务得以改进,缓解

了图书馆运行实践中资源高度利用产生的问题.
总之,尽管长期受战乱影响,仍有诸多不足,辅

仁大学图书馆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充分发

挥了自身职能,为学校跻身名校之列,培养大批栋梁

之才,贡献良多.考察辅仁大学图书馆简短的历程,
能为新时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乃至高等院校学科

建设、管理模式、学风养成等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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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libraryoftheCatholicUniversityofPekingwasestablishedin１９２５．DrivenbytheinterＧ
nalandexternalfactorssuchasstronggovernmentsupervision,needsofschooldevelopment,andleaderＧ
shipofpersonsincharge,ithadgraduallybecomeamodernlibrarywithstandardizedmanagementand
wellＧequippedfacilities．Itpresentedatypicalinternationalcoloronthreeaspectsofcollection,librarian
team,andsourcesoffunding．AndtheChinesecollectionwasmainlybasedonliteratureandhistory,and
theutilizationratewasprettyhigh．Ithadplayedanextremelyimportantrolefortheuniversitytobecome
oneoftheprestigiousuniversitiesandcultivatealargenumberoftalents．InvestigatingthebriefdevelopＧ
menthistoryoflibraryoftheCatholicUniversityofPekingcanprovideavaluablereferenceforthecurrent
librar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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